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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eaven-and-earth worship and ancestral worship we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hinese
emperors. The Luoyang city of the Han and Wei periods was the capital during a series of dynasties ever
since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Rooted in its central location and historical importance, a number of
fundamental ritual cultures, institution, mortuary customs and religious beliefs were launched in the Luoyang
city. The author, combining historical records with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vestigates the spac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itual architectures.
Keywords: Luoyang city of the Han and Wei periods, Eastern Han Dynasty, Caowei, Western Jin, Northern
Wei, ritual architecture

摘要：祭祀天地先祖的礼制活动，是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统治天下与战争同等对待的大事。汉魏洛阳城是中

国古代东周春秋末至战国、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的都城遗址，由于其地处中原的地理环境和上承周汉下

启隋唐的历史地位，许多重要的礼制文化、典章制度、都城形制、埋葬习俗和宗教信仰等，都是在此开创和

传承发展。本文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对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各朝代都城的祭祀礼制建筑空间分布进行

了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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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洛阳城的祭祀礼制建筑空间*

钱国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101

汉魏洛阳城是中国古代东周、东汉、曹魏、

西晋和北魏等朝代的都城遗址，地处今河南省洛阳

市区以东约15千米的伊洛河盆地中北部，自古被

称为“中土”和“天下之中”。（图一）该城址东周

春秋末开始扩建为王都。东汉光武帝光复汉室后居

住在南宫，汉明帝重修北宫后移居北宫，形成南

北两宫并为朝宫的都城。曹魏时期开创了单一宫

城居北居中的形制，宫前出现轴线大街，街两侧设

置“左祖右社”。北魏时期又创立了宫城、内城和

外郭城三重城圈的新型坊市制都城，规模空前，

面积达到80余平方千米，是中古时期最大的国际

大都市，也是目前保存较完整的都城遗址。

正是由于该城在中国古代所处的重要地理位

置和上承周汉下启隋唐的历史地位，许多重要的

礼制文化、典章制度、都城形制、埋葬习俗和宗

教信仰等，都是在此开创或传承发展。例如与中

国古代传统祭天礼仪相关的礼制建筑、宗教寺祠

建筑等，就在该城出现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在中国的封建帝

国时代，祭祀天地先祖的礼制活动，是帝王们为

*本文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资助计划”专项资助。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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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天下与战争同等对待的大事。“帝王之义，

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2］，帝王对

天地祭祀的地点主要是在城郊，内容包括天地祖

先人鬼等各类神祇。祭祀的对象、地点方位和建

筑设施各不相同，如祭祀天帝主要在圜丘和南

郊，祭祀地祇在方丘和北郊，祭祀祖先在宗庙，

祭天享祖在明堂，还有与祭祀有关的灵台和辟

雍。在不同朝代和时期，这些礼制建筑的设置和

祭祀对象又不相同，既存在着分祀或者合祀现

象，礼制建筑也有分立或合并的情况。

关于汉唐时期都城的礼制建筑，以往曾有学

者进行过系统梳理［3］。笔者在此基础上，结合文

献与考古材料，对汉魏洛阳城东汉、曹魏、西

晋、北魏各朝代都城的祭祀礼制建筑空间分布做

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一 东汉洛阳都城的礼制建筑空间

东汉时期的祭祀制度，根据记载主要是“五

供”。如蔡邕《独断》载：“祠南郊，祀毕，次北

郊，又次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4］综

上来看，东汉祭祀天地的礼制建筑最重要的是南

郊和北郊，其

次是明堂，再

次是宗庙。其

中，东汉洛阳

明堂遗址已经

考古发现，其

位于汉魏洛阳

城 南 墙 以 南

800～1000 米

处 （图 二），

与记载完全符

合，是一组与

灵台、辟雍和

太学相配套且

各自分立的礼

制建筑［5］。虽

然 东 汉 的 明

堂基址又被后代的曹魏、西晋和北魏重修沿

用，但考察东汉明堂的位置和规模形制还是大致

清楚的。

关于东汉南郊，据《汉官仪》记载：“明堂去

平城门二里所。天子出从平城门，先历明堂，乃至

郊祀。”［6］显然，南郊坛在距离上较明堂更远。另据

《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依照鄗

坛及元始中长安南郊坛的形制，在洛阳城南七里

处修建了南郊坛。坛的形制为圆坛八陛，中又为

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坛上为五

帝位。坛外有二重围墙，以像天宫紫微宫，四面

各置一门［7］。但东汉南郊坛遗址至今尚没有发

现。根据前述记载，天子出平城门先历明堂，再

至郊祀，推测南郊坛应该在都城正门平城门以南

七里之内的地方，即明堂遗址南面、今东大郊村

和西大郊村以南的相公庄附近，这两个村名也有

可能与南郊坛的设置有关。

关于东汉北郊，《后汉书·光武帝纪》 载：

“（中元元年）是岁，初起明堂、灵台、辟雍，

及北郊兆域。二年春正月辛未，祀后土。”是以汉

高祖姬、汉文帝母薄氏为“高皇后”，配祀地祇。

但文献记载中对北郊的位置略有不同，如《汉官

图一 汉魏洛阳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103



中
原
文
物

C
U
L
T
U
R
A
L

R
E
L
IC

S
O
F

C
E
N
T
R
A
L

C
H
IN

A

N

图二 东汉洛阳都城平面复原图

仪》曰：“北郊坛在城西北角，去城一里。”［8］另

《后汉书·祭祀志》：“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为方

坛四陛。”20世纪 90年代勘探发现了该北郊遗

址［9］，其位于东汉洛阳城北面 3～4里的隆起之

地，即平乐镇上屯村东北一带。（图二）周围有夯

土围墙，平面长方形，东西约350米，南北约500
米，内有夯土建筑基址。其位置与《后汉书》记

载基本相符。综合文献与考古资料，东汉北郊坛

的坛制为：方坛，一重，四陛，外有壝墙。

明堂、辟雍和灵台也创建于光武帝中元元年

（56年），据考古勘查均位于都城正门平城门南约

1000米，即二至三里之地，自西向东有灵台、明

堂、辟雍和太学依次排列［10］。明堂是帝王宣明政

教、配祖祭天的场所，周制明堂茅盖嵩柱、土阶三

等，东汉明堂则是内方外圆、上下两层、上覆圆

盖、内设九室的殿堂建筑，即《东京赋》载，“复

庙重屋，八达九房”。《新论》载：“上圆法天，下

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

州。”［11］永平二年（59年）正月，汉明帝初祀五帝

于明堂，以光武帝配祀。卒事，遂升灵台，以望云

物［12］。灵台位于明堂西侧，是帝王望云气、察祥

瑞、以知天意的场所，同时也执掌四时节气，中

间是一座方形高台式建筑，高台四面有殿堂和回

廊，外围院墙上有 12座院门。辟雍在明堂东面，

是尊儒学、行典礼、授经义和释奠孔子的场所，

中北部为长方形殿堂，四面有门阙，门外有水，

以节观者，门外皆有桥，车驾临辟雍，从北门

入。太学为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创建，在开

阳门外，去宫八里，即辟雍的东面，讲堂长十八

丈，广三丈，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石在此。

0 1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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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堂的南面，还设置有求雨的雩场［13］。

此外，东汉洛阳城还有迎时气的五郊坛，分

别为“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

骑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立夏之

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车骑服饰皆赤。

歌朱明，八佾舞云翘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黄

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车骑服饰皆黄。歌朱

明，八佾舞云翘、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

西郊，祭白帝蓐收。车骑服饰皆白。歌西皓，八

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

玄冥。车骑服饰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

舞”［14］。按照《月令章句》记载，坛的方位与五

行之数相对应，且均有具体里数，如“东郊去邑

八里，因木数也；南郊七里，因火数也；黄郊去

邑五里，因土数也；西郊九里，因金数也；北郊

六里，因水数也”［15］。这些遗址目前均没有发

现，但根据里数和方位推测，东郊可能位于宣平

门以东八里、今古城村附近；西郊可能位于广阳

门以西九里、今白王村附近；南郊可能位于小苑

门以南七里、今曹疙垱村附近；北郊可能位于城

东北部六里、今张凹村北的凤凰山上，笔者以往

调查曾发现有夯土遗迹及汉魏时期砖瓦遗物；黄

郊位于城西南部五里、可能在今牛王庙村附近。

东汉洛阳的高庙，创建于光武帝建武二年

（26年），仍以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

世宗［16］。建武三年正月，又于洛阳立四亲庙，祭

祀生父南顿君以上至高祖舂陵节侯。上述安排，

显然是既要遵循天子七庙之制，同时也要祭祀私

亲。建武十九年（43年），张纯、朱浮及众公卿

依据古礼“事大宗者不事私亲”，奏议应立平、

哀、成、元四帝庙，取代四亲庙。光武帝仅于洛

阳高庙加祭孝宣、孝元二帝神主，凡五帝［17］，成

帝、哀帝、平帝神主暂且祭祀于长安故高庙［18］。

如此，东汉洛阳宗庙建立的同时，在故都长安仍

修复了故高庙，二者分称“东庙”和“西庙”。

由于上述神主排系的问题，七庙与五庙屡有变

化。光武帝死后，汉明帝以光武拨乱中兴，乃另

立世祖庙。而汉明帝以后，东汉诸帝皆“尊俭无

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由此，东汉洛阳都城

形成高庙与世祖庙两处宗庙并存的现象。直到汉

献帝初平年间（190—193年），东汉宗庙才重新

恢复天子七庙制度，“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

宗，及近帝四，凡七帝”［19］。

建武二年设立宗庙的同时，立太社稷于洛

阳，位置“在宗庙之右”，建筑形制为“方坛，

无屋，有墙门而已”［20］。社稷制度为“二社一

稷”，即太社有稷，官社无稷［21］。关于社稷坛规

模和五色土方位，《白虎通》 引 《春秋文义》

曰：天子社广五丈，其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

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22］。按照东汉一尺等于

0.236米计算，天子社坛约为11.8米见方。至于社

稷坛不设屋盖，则与 《礼记》 所记，“天子之

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有关［23］。

虽然东汉初年设置的宗庙和社稷位置没有明

确记载，但《古今注》有记，建武二十一年（45
年），徙立社稷上东门内［24］。按照记载的东汉社

稷在宗庙之右以及“左祖右社”古制，东汉初年

的宗庙和社稷，极有可能就设置在上东门内北宫

的东面。（图二）这种作法，显然是和东汉南北

宫均为朝宫居东、寝宫居西，外朝三公府和庙社

分别设置在南宫和北宫东面，即宫城的东向功能

更为重要有关。至于世祖庙的位置，结合西汉时

的陵寝制度，为光武帝修筑的世祖庙应在原陵陵

园内。曹魏初年，曹丕校猎到原陵，曾遣使者以

太牢祠汉世祖［25］，显然在当时原陵内的世祖庙建

筑尚存。

东汉时期，也是外来宗教佛教传入中土内地

的时期。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梦见神

人，于是派遣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12
人去西域求法，于大月支写佛经42章，三年后同

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返回京师，于洛阳城西

立精舍处之，即后世所称白马寺。该寺院位于汉

代雍门外三里北侧，即北魏时西阳门外三里御道

南，也就是今白马寺院所在位置［26］。作为佛教传

入中土内地都城中且由皇家设置的第一座寺院，

白马寺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外，桓帝时还在北宫

北部的濯龙园中设置祠堂，用郊天之乐祭拜老

子 ［27］，也是道教文化在帝都传播和影响的重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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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

灵帝时，还与大将军何进讲武于城西平乐观

下，何进大发四方兵，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

营为陈。修筑有大坛和小坛，大坛上建十二重五

采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

盖，高九丈。天子驻大华盖下，何进驻小华盖

下，举行阅兵礼［28］。《河南志》记载平乐观在上

西门外。《水经注》修正说上西门外无他基观，

惟西明门外独有此台［29］。今白马寺西南陇海铁路

两侧恰好还尚存两座

夯土台基，位置较为

符合。

综合来看，东汉

时期的都城已经形成

完备的郊祀制度。尤

其光武帝时期，在洛

阳城南北分别建立了

祭天的南郊坛和祭地

的北郊坛，各以高帝

和高后配祀，最终肯

定了南郊祭天、北郊

祭地、祖妣配祀的祭

祀原则；同时在礼制

建筑中，建立了分立

的明堂、辟雍、灵台

和太学礼制建筑；创

造了迎时气的五郊坛

和左祖右社制度。

二 曹魏洛阳都城的

礼制建筑空间

曹魏时期，在政

治、经济、文化、制

度等诸多方面均承继

汉文化正统，曹魏洛

阳城的礼制建筑也基

本重修沿用东汉 ［30］。

据高堂隆 《奏表》 所

记曹魏祭祀顺序为，

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

庙［31］。显然曹魏沿袭了东汉的祭祀制度，但也改

革精简了国家祀典，“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

此族也，不在祀典”［32］，有效控制了战国以来淫

祀成风的现象。其祭天的主要作法，郊祀以太祖

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33］，而且是将南

郊祭天与明堂祭天地祖宗合在同一天进行［34］，显

然是对两汉郊祀制度的变化。

曹魏初期，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在洛阳

0 1km

N

图三 曹魏西晋洛阳都城平面复原图

图四 委粟山圜丘现状复原图（由东向西拍摄）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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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正门尚未确定之前，其郊祀天地、明堂、朝日

东郊，有可能继续沿用东汉的南北郊坛、明堂和

东郊坛等祭祀建筑设施［35］。（图三）

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在洛阳城南委粟

山营建圜丘［36］，此圜丘正处在京师宫城阊阖门、

宫前大街铜驼街和大城宣阳门向南的延长线上。

由此可知，曹魏除了在南郊祭天，又在委粟山创

建了圜丘。关于此圜丘的位置，《魏氏春秋》有

记：“有委粟山，在阴乡，魏时营为圜丘。”20世
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对万安山

主峰北麓当地称为“禹宿谷堆”的独立小山包踏

查（图一），山顶和北坡发现大量汉魏时期砖瓦

残块等遗物，基本认定其与记载的委粟山圜丘有

关。此“禹宿谷堆”山形为自然尖锥状 （图

四），海拔高度 300～371米，平面略呈圆形，直

径约 570米，形如粟堆，现山顶南坡尚存有一处

唐代石窟遗址。其位于汉魏洛阳城曹魏与北魏宫

城轴线南直的万安山主峰北麓，距离都城南墙约

18千米，不仅为形胜之地，而且地望也与阴乡相

符。有学者从语言方面考证，认为“禹宿”与

“委粟”似有一定渊源关系［37］。笔者以为此圜丘

的祭天配祖对象正是人文始祖虞舜，后世传说的

“禹宿”也可能是受此影响。综合多方面的材料

推断，此“禹宿谷堆”当即曹魏圜丘所在的委

粟山。

根据记载，曹魏明帝景初年间的祭祀天地之

礼，除了圜丘、方丘外，也有南北郊和明堂祭

祀，只是祭天配祀的对象不同。如祀圜丘以始祖

帝虞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

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

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

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但正始之后不再有郊祀活动［38］。因此，曹魏也继

续沿用东汉的南北郊、明堂、辟雍、灵台与太学

等礼制建筑设施，除了将明堂与南郊祭天合于同

一天行事之外，还形成明堂祭天以皇考文帝曹丕

配。这种“严父配天”于明堂的作法，虽然在汉

武帝时就已经出现，但当时也配祀高祖［39］，在曹

魏时期才形成定制，并为后世所继承。此外，曹

魏也承袭了汉代迎时气的五郊祭祀制度［40］，推测

五郊的位置也沿用东汉。

曹魏洛阳宗庙，在曹丕代汉称帝时并未建

成，故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祭祀皇考武皇

帝是在建始殿行礼 ［41］。魏明帝太和元年 （227
年），初营宗庙［42］。太和三年十一月，庙始成，

称为“洛京庙”。十二月，迁邺庙神主入洛京庙，

祭祀高皇帝、太皇帝、武皇帝、文皇帝四祖［43］。

四祖“共一庙，犹为四室而已”［44］。魏明帝景初元

年（237年）六月，曹魏最终确立了七庙之制［45］，

但未恢复“天子七庙、一帝一庙”的制度，而是

沿用东汉以来“一庙七室”的做法［46］。曹魏洛阳

的社稷，延续东汉的制度，即只太社有稷，而官

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也［47］。至于曹魏宗庙和社

稷的位置，推测在宫城阊阖门前铜驼街中段的

两侧，即曹爽故宅的东侧、西晋宗庙和社稷的北

侧［48］。（图三）显然，曹魏时期在宫前铜驼街两

侧修建“左祖右社”已成为制度。

关于帝王籍田，“《礼》孟春之月，‘乃择元

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

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至秦灭学，其礼久

废。汉文帝之后，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亲

耕藉田”［49］。但籍田的位置不甚清楚。至于皇后

亲蚕之事，“《周礼》，王后帅内外命妇蚕于北

郊。汉仪，皇后亲桑东郊苑中，蚕室祭蚕神。魏

文帝黄初七年，命中宫亲蚕于北郊，依周典

也”［50］。显然，曹魏亲蚕是在北郊，与汉代亲蚕

在东郊略有不同，是遵从了周代的古制。

三 西晋洛阳都城的礼制建筑空间

西晋泰始元年（265年）十二月，司马炎受

魏禅即皇帝位。因为是和平禅让，西晋基本沿用

了曹魏洛阳的宫室、宗庙、郊坛等旧制。但祭祀

制度也有改革和变化，主要是将圜丘与方泽合并

于南北二郊，重新修筑郊坛［51］。在天地配祀上，

南郊祭天以宣皇帝司马懿配祀，明堂祭天以皇考

文皇帝司马昭配祀，北郊祭地则废除了先妣配祀

的制度［52］。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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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二年（266年），司马炎下诏拆除曹魏旧

庙，改建西晋太庙，也沿用了东汉、曹魏以来的

“一庙七主”之制，当是在曹魏旧庙址上重新营

建［53］。太康八年（287年）西晋太庙塌毁，需要

改修。太康九至十年，新营的太庙改筑于宣阳门

内新址［54］，即原太仆寺处，其前临广阳门至清明

门大街，门前更为宽敞［55］。记载太康九年改建宗

庙时，社稷坛也与宗庙一起迁徙，并且将太社和

官社合并为一社之祀［56］。另据《水经注·谷水》

记载，西晋新的宗庙和社稷均是从曹魏旧址迁移

到宣阳门内，而且是按照“左祖右社”的原则设

置在都城中轴大街——铜驼街的东西两侧。

西晋继续沿用东汉曹魏以来分立的明堂、辟

雍、灵台和太学等礼制建筑。咸宁二年 （276
年）在太学之西，又另立国子学，与太学东西并

立［57］。西晋在南郊和明堂祭祀天帝与祖先，还形

成了一套完整的“三献”制度［58］，即皇帝初献、

太尉（或太常）亚献、光禄大夫终献，三献依次

登堂行礼。皇帝不亲自行礼的祭祀，则有司任三

献。西晋时，皇帝和皇太子在辟雍和太学行礼养

老讲学也是很重要的礼制活动，而且在辟雍讲学

都要释奠孔子，并以颜渊（颜回）配祀［59］。

晋武帝时还分别下诏，对与祭祀密切相关的

籍田和亲蚕之事作了规定。按照古礼，天子耕籍

田，以供宗庙粢盛之用；皇后亲蚕事，以供祭服

之需。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下诏天子籍田

在“东郊之南，洛水之北，以太牢祀先农”［60］。

太康六年（285年），诏皇后亲蚕于西郊，对采桑

坛、蚕室、先蚕坛、帷宫、桑林均有规划，与东

郊籍田位置东西对应［61］。

图五 北魏洛阳都城平面复原图108



二
○
二
二
年
第
四
期
︵
总
第2

2
6

期
︶

考
古
与
文
物
研
究

综上来看，曹魏西晋时期的国家大祀主要包

括南北郊、明堂、宗庙与社稷、迎时气的五郊、

籍田与亲蚕、辟雍与太学等。继续了东汉以来对

西汉宗庙的改革进程，将“天子七庙、帝各一

庙”简化为“一庙七主”，形成太庙制度。逐渐

完善了天子耕籍田、皇后亲蚕事的制度，以及在

辟雍、太学行礼讲学与释奠孔子的文化传统。形

成了太祖配祀南郊、严父配祀明堂的做法。这些

显然影响了后世东晋南朝的祭祀制度，为隋唐礼

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四 北魏洛阳都城的礼制建筑空间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自平城迁都

洛阳，在洛阳新修礼制建筑，仍然延续了平城都

城已仿制中原的祭祀制度。迁都前的平城内设置

有太庙和社稷，南郊有南郊坛、圜丘和明堂，北

郊有北郊坛、方丘，西郊也有西郊坛［62］。既保留

了鲜卑族西郊祭天的习俗，也吸取了南郊与圜丘

祭天、北郊与方丘祭地的中原礼制文化。孝文帝

迁都后，在洛阳主要修建了圜丘、方泽、五郊坛、

宗庙、社稷等礼制建筑。其设立的圜丘和方泽，分

别是祭祀昊天上帝和昆仑皇地祇，同汉地传统一

致。宣武帝至孝明帝时，则完成了明堂、太学、国

子学及四门学的修建。

关于北魏洛阳圜丘，《魏书·礼志》 记载：

“（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山，议定圜

丘。甲申长至，祀昊天于委粟山。”由此可知，

孝文帝迁洛后建造的圜丘，是承袭沿用了曹魏圜

丘的旧地，即是在前述万安山北麓称为“禹宿谷

堆”的委粟山营建。（图一，图四）但宣武帝景明二

年（501年），又将圜丘自委粟山迁往伊水之阳［63］。宿

白先生曾对伊水之阳圜丘进行过考察与位置推测，

认为当在伊河北岸的王圪垱村附近［64］。（图五）

关于北魏洛阳方泽，据《魏书·高祖纪》：太

和十八年（494年）“二月乙丑，行幸河阴，规建

方泽之所”。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初营方泽

于河阴。丁亥，祀方泽”。河阴在黄河南岸，方

泽是靠近水泽的方丘，北魏方泽显然应位于汉魏

洛阳城北面邙山北坡的黄河岸边。据近年对东汉

帝陵勘察并结合记载考证，光武帝原陵当在东汉

洛阳城西北的邙山之巅，即当地俗称的“大汉

冢”可能性最大［65］。而以往认为是汉光武帝原陵

的孟津县铁谢村“刘秀坟”，位于邙山之阴的黄

河岸边，距离与原陵也不相符，显然不应该是一

座皇陵，极有可能就是北魏方泽坛所在。（图一）

关于北魏洛阳五郊坛，其位置也基本沿用汉

晋。据刘芳上疏引贾逵云：“中兆，黄帝之位，

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而且按照

“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

依上”，郊坛的位置皆在郭门之外。朝拜日月，

也分别在郭城的东、西门外［66］。

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下诏在平城修建

明堂、辟雍［67］。太和十五年“经始明堂，改营太

庙”［68］，工程才得以完工。平城新庙建成后，原

来的太庙称为“太和庙”，新庙则称为“太庙”

或“新庙”，北魏皇室七庙神主也由旧庙迁入新

庙，虽然存在一庙虚位的情况，但实行的显然是

“一庙七主”制度［69］。孝文帝太和十九年迁都洛

阳，北魏太庙也从代都迁至洛阳。根据《河南

志》等记载的北魏洛阳太庙和太社在宫城阊阖门

前的位置排序，完全是按照前朝的“左祖右社”

格局营建在宫前铜驼街两侧。至于太庙的具体位

置，1963年考古勘察曾在洛阳城西明门至青阳门

东西横街与铜驼街交叉处东北角，发现一处北魏

时期的一号房址［70］，根据相关记载和出土的板

瓦、筒瓦、镂空菱形瓦钉、莲花纹与兽面纹瓦

当、兽面塑雕砖等高等级建筑瓦件，该房址的位

置和性质正和北魏太庙相符合。（图五）综合来

看，北魏太庙和太社是在西晋太庙和太社位置处

重新营建。

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北魏平城太和年

间的礼制活动，采用的是南郊祭天以太祖配，明

堂祭上帝以严父配天，明堂祭享之后，升灵台望

云物，显然是沿用东汉制度。1995年考古发现了

平城明堂遗址［71］，其位于平城南郊，与“明堂在

国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的制

度相吻合，该建筑中间是明堂殿堂、上部为灵台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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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外圈有辟雍环水，是一座三者功能合一的

建筑。关于北魏洛阳明堂，记载宣武帝永平、延

昌年间 （508—515年） 欲建明堂，议者或云五

室，或云九室，因正遇灾年，工程停罢。至孝明

帝煕平二年（517年）复议之，诏从五室。及元

叉执政，遂改营九室［72］。正光年间 （520—525
年）始成［73］。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均显示，北魏

在洛阳重修的明堂辟雍，也是一座明堂、辟雍、

灵台三者合一的礼制建筑，而且是在汉晋明堂旧

基上重建（图五），汉晋时分立的辟雍和灵台则

不再修建。

北魏对设立国学、释奠孔子之礼也非常重

视。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 （399年），拓跋珪即

“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

三千人”［74］。迁都洛阳之前，孝文帝也曾观摩洛阳

汉魏太学石经［75］。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宣武、

孝明三帝，除了重修太学［76］、诏修国子学［77］，

还增设有四门小学［78］，形成三学并立之制。北魏

国子学在宫城前铜驼街东，孝明帝曾亲临国子学

祠孔子，以颜渊配祀；太学在开阳门外三里道东

的汉魏太学故址；四门学应该在太学坊附近，与

太学同处。

北魏政权在其入主中原、以正统王朝自居的

汉化进程中，显然极力仿制了中原王朝的祭祀文

化，其中也必然存在着延续并入本民族传统习俗

和简化改变中原制度的内容，当然也有新的创

造。如南北郊祀、左祖右社、释奠孔子、大享明

堂，均是继承的中原制度。将明堂、辟雍、灵台

三者合一和设立四门学，则是对传统礼制的创造

和发展。北魏对礼制建筑的沿承与发展，对北朝

和隋唐礼制的建立具有很大影响。

［1］“刘子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丘明. 左传·成

公（成公十三年）.

［2］《后汉书·祭祀上》刘昭注引：《黄图》载元始仪最悉，

曰：“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义，莫大承天；

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范晔. 后汉书·祭祀上（志

第7）［M］. 北京：中华书局，1965：3157-3158.

［3］ 姜波. 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 ［M］. 北京：文物出版

社，2003.

［4］ 肖子显. 南齐书·礼上 （卷9）［M］. 北京：中华书局，

1972：119.

［5］［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

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0.

［6］ 徐松.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4：56.

［7］ 范晔. 后汉书·祭祀上 （志第 7）［M］. 北京：中华书

局，1965：3159.

［8］ 范晔. 后汉书·光武帝纪 （卷 1）［M］. 北京：中华书

局，1965：84.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资料。

［11］《后汉书·祭祀中》刘昭注引：“《吕氏春秋》曰：‘周

明堂茅茨嵩柱，土阶三等，以见俭节也。’《新论》

曰：‘天称明，故命曰明堂。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

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东京赋》

曰：‘复庙重屋，八达九房。’王隆《汉官篇》曰：‘是

古者清庙茅屋。”胡广曰：‘古之清庙，以茅盖屋，所

以示俭也。今之明堂，矛盖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

也。’”范晔. 后汉书·祭祀中 （志第8）［M］.北京：

中华书局，1965：3177-3178.

［12］ 范晔. 后汉书·祭祀中 （志第8）［M］. 北京：中华书

局，1965：3181.

［13］徐松.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M］. 北京：中华书局，

1994：56-57.

［14］ 范晔. 后汉书·祭祀中 （志第8）［M］. 北京：中华书

局，1965：3181-3182.

［15］ 范晔. 后汉书·祭祀中 （志第8）［M］. 北京：中华书

局，1965：3181-3184.

［16］“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庙于雒阳。四时祫祀，高

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如旧。余帝四

时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腊，

一岁五祀。”范晔. 后汉书·祭祀下（志第9）［M］. 北

京：中华书局，1965：3193.

［17］“（建武）三年正月，立亲庙雒阳，祀父南顿君以上至

舂陵节侯。至十九年，于是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僕朱

浮奏议：‘当除今亲庙四。’于是雒阳高庙四时加祭孝

宣、孝元，凡五帝。”范晔. 后汉书·祭祀下（志第9）

［M］. 北京：中华书局，1965：3193-3194.

［18］“其西庙成、哀、平三帝主，四时祭于故高庙。东庙京兆

尹侍祠，冠衣车服如太常祠陵庙之礼。”范晔. 后汉书·祭

祀下（志第9）［M］. 北京：中华书局，1965：3194.

［19］ 范晔. 后汉书·祭祀下 （志第9）［M］. 北京：中华书

局，1965：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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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阳，在宗庙之右，方坛，无

屋，有墙门而已。二月八月及腊，一岁三祠，皆太牢

具，使有司祠。”范晔. 后汉书·祭祀下（志第9）［M］.

北京：中华书局，1965：3200.

［21］［47］“前汉但置官社而无官稷，王莽置官稷，后复省.

故汉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

也。”房玄龄等. 晋书·礼上（卷19）［M］. 北京：中华

书局，1974：591.

［22］《后汉书·祭祀下》刘昭注引：“《白虎通》曰：‘《春

秋文义》，天子社广五丈，诸侯半之。其色东方青，南

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范晔. 后汉

书·祭祀下 （志第9）［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3201.

［23］《后汉书·祭祀下》刘昭注引：“《礼记》曰：‘天子之

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卢植曰：‘谓

无屋。’”范晔. 后汉书·祭祀下 （志第 9）［M］. 北

京：中华书局，1965：3201.

［24］《后汉书·祭祀下》刘昭注引“《古今注》：‘建武二十

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东门内。’”范晔. 后汉书·

祭祀下 （志第 9）［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3201.

［25］“（黄初）二年春正月，甲戌，校猎至原陵，遣使者以

太牢祠汉世祖。”陈寿.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M］. 北

京：中华书局，1959：77.

［26］“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

外三里御道南。”注引“《牟子理惑论》云：‘昔孝明

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于

是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

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

间. 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杨衒之撰，范祥

雍校注. 洛阳伽蓝记校注（卷4）［M］. 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78：197-198. （本文注：北魏时塞雍

门，新开西阳门，故杨衒之所记白马寺位置是北魏时

西阳门外道南，东汉时则应是在雍门外北侧。）

［27］“崇虚寺在城西，即汉之濯龙阁（园）也。延熹九年，

桓帝祠老子于濯龙园，设华盖之座，用郊天之乐。”杨

衒之撰，范祥雍校注. 洛阳伽蓝记校注 （卷3）［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83.“庚午，祠黄老

于濯龙宫。”范晔. 后汉书·桓帝纪 （卷 7）［M］. 北

京：中华书局，1965：317.

［28］范晔. 后汉书·窦何列传（卷69）［M］. 北京：中华书

局，1965：2246-2247.

［29］“平乐观。明帝永平五年至长安，迎取飞廉、铜马，置

上西门外平乐观。”徐松.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M］.

北京：中华书局，1994：57. “谷水又南迳平乐观东。

今于上西门外无他基观，惟西明门外独有此台，巍然

广秀，疑即平乐观也。”郦道元著，王先谦校. 水经注

［M］. 成都：巴蜀书社，1985：301.

［30］“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时魏都洛

京，而神祗兆域明堂灵台，皆因汉旧事。”沈约. 宋书·

礼三（卷16）［M］. 北京：中华书局，1974：419.

［31］肖子显. 南齐书·礼上（卷9）［M］. 北京：中华书局，

1972：124.

［32］“（黄初五年）十二月，诏曰：‘先王制礼，所以昭孝

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

非此族也，不在祀典。’”陈寿.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84. “青龙元年闰五月

丁酉：诏诸郡国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陈寿. 三国志·

魏书·明帝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59：99.

［33］“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

明堂以配上帝。”陈寿.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M］. 北

京：中华书局，1959：92.

［34］“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

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房玄龄等. 晋书·礼上 （卷19）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582.

［35］“（黄初）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猎

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汉世祖。乙亥，朝日于东

郊。”陈寿.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M］. 北京：中华书

局，1959：77.

［36］“（景初元年冬十月）乙卯，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

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陈寿.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110.

［37］段鹏琦. 汉魏洛阳故城［M］//二十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

现与研究丛书.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38］ 房玄龄等. 晋书·礼上 （卷 19）［M］. 北京：中华书

局，1974：583.

［39］“（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

堂，以配上帝。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班固. 汉

书·武帝纪 （卷 6）［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207.

［40］“汉明帝据《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之礼，因采元始中

故事，兆五郊于洛阳，祭其帝与神，车服各顺方色。

魏、晋依之。江左以来，未遑修建。”沈约. 宋书·礼三

（卷16）［M］. 北京：中华书局，1974：433.

［41］“ （黄初二年） 六月庚子，初祀五岳四渎，咸秩群

祀。”裴松之注引：“《魏书》：甲辰，以京师宗庙未

成，帝亲祠武皇帝于建始殿，躬执馈奠，如家人之

礼。”陈寿.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M］. 北京：中华书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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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1959：78. “黄初元年十一月受禅，又追尊大王

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

庙未成，乃祠武帝于建始殿，亲执馈奠，如家人礼。”

房玄龄等. 晋书·礼上 （卷 19）［M］. 北京：中华书

局，1974：601.

［42］“（太和元年夏四月）甲申，初营宗庙。”陈寿. 三国

志·魏书·明帝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59：92.

［43］“（太和三年）十一月，庙始成，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

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邺，十二月乙丑

至，奉安神主于庙。”陈寿.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96.

［44］《晋书·礼上》：“（明帝太和三年）其年十一月，洛京

庙成，则以亲尽迁处士主置园邑，迎高皇帝以下神

主，共一庙，犹为四室而已。”房玄龄等. 晋书·礼上

（卷19）［M］. 北京：中华书局，1974：601.

［45］“六月，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

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

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武 （斌） 之舞。

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近迭毁，如周后

稷、文、武庙祧之制。”陈寿.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109.

［46］“（太康）六年，诏又曰：‘古虽七庙，自近代以来皆

一庙七室。’”房玄龄等. 晋书·礼上（卷19）［M］. 北

京：中华书局，1974：603.

［48］“ （阳） 渠水又枝分，夹路南出迳太尉、司徒两坊之

间，谓之铜驼街。水西有永宁寺，其地是曹爽故宅. 渠

左是魏晋故庙地，今悉民居，无复遗墉也。渠水又

西，历庙社之间，南注南渠。”郦道元著，王先谦校.

水经注［M］. 成都：巴蜀书社，1985：299-300.

［49］ 房玄龄等. 晋书·礼上 （卷 19）［M］. 北京：中华书

局，1974：588.

［50］ 房玄龄等. 晋书·礼上 （卷 19）［M］. 北京：中华书

局，1974：590.

［51］“（泰始二年）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

异，宜并圜丘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坛兆，其二至之

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

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圜丘于南郊。自是后，圜丘方泽

不别立。”房玄龄等. 晋书·礼上（卷19）［M］. 北京：

中华书局，1974：583-584.

［52］“泰始二年正月，时群臣又议，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

座，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座而

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从之。二月丁丑，郊祀

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房玄龄

等. 晋书·礼上 （卷 19）［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584.

［53］“（泰始）二年正月，有司奏天子七庙，宜如礼营建。

帝重其役，诏宜权立一庙。于是群臣奏议：‘上古清庙

一宫，尊远神祗，逮至周室，制为七庙，以辨宗祧. 可

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庙。’奏可。七月，又诏曰：

‘主者前奏就魏旧庙，诚亦有准。然于祗奉神明，情犹

未安。宜更营造，崇正永制。’于是改创宗庙。”沈约.

宋书·礼三 （卷 16）［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446-447.

［54］“（太康）六（八）年，因庙陷，当改修创。至十年，

乃更改筑于宣阳门内，穷极壮丽，然坎位之制犹如初

尔。庙成，帝用挚虞议，率百官迁神主于新庙。”房玄

龄等. 晋书·礼上 （卷 19）［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603. “（太康）八年，太庙殿陷，九月，改营

太庙，作者六万人。”司马光. 资治通鉴·晋纪三（卷

81）［M］. 北京：中华书局，1956：2591.

［55］“《晋起居注》曰：武帝太安（康）中诏曰：‘往者仍

魏氏旧庙处立庙，既壅翳不显，材木弱小，至今中间

有趺挠之患。今当修立，不宜在故处。太仆寺南临甬

道，地形显敞，更于此营之。’主者依典礼施行。”太

平御览·卷531（礼仪部10，庙）.

［56］“晋初仍魏，无所增损。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

稷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

祀。’”房玄龄等. 晋书·礼上（卷19）［M］. 北京：中

华书局，1974：591.

［57］“（咸宁二年）夏五月，立国子学。”房玄龄等. 晋书·

武帝纪 （卷 3）［M］. 北京：中华书局，1974：66.

“灵台、明堂、辟雍、国学、太学，《述征记》曰：国

学在辟雍东北五里。太学在国学东二百步。”徐松. 河

南志·晋城阙古迹［M］. 北京：中华书局，1994：75.

（本文注：国学与太学东西并立，距离不远，在辟雍东

北应无误，但五里显然有误）

［58］ 沈约. 宋书·礼一 （卷 14）［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347-350.

［59］ 房玄龄等. 晋书·礼上 （卷 19）［M］. 北京：中华书

局，1974：599.

［60］ 房玄龄等. 晋书·礼上 （卷 19）［M］. 北京：中华书

局，1974：589.

［61］“（太康四年）于是使侍中成粲草定其仪。皇后采桑坛

在蚕室西，帷宫中门之外，桑林在其东，先蚕坛在宫

外门之外而东南。”沈约. 宋书·礼一（卷14）［M］. 北

京：中华书局，1974：355. “于是蚕于西郊，盖与籍

田对其方也. 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仪。先蚕坛高一丈，

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在皇后采桑坛东南帷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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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外门之外，而东南去帷宫十丈，在蚕室西南，桑林

在其东。”房玄龄等. 晋书·礼上（卷19）［M］. 北京：

中华书局，1974：590.

［62］魏收. 魏书·礼志一（卷181）［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2734-2736.

［63］“ （世宗景明二年） 十一月壬寅，改筑圆丘于伊水之

阳。”魏收. 魏书·礼志二（卷182）［M］. 北京：中华

书局，1974：2761.

［64］ 宿白. 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

［J］. 文物，1978（7）.

［65］钱国祥. 东汉洛阳帝陵的布局与归属辨析［J］. 中原文

物，2019（1）.

［66］ 魏收. 魏书·刘芳传 （卷55）［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1222-1224.

［67］“（太和）十年，九月辛卯，诏起明堂、辟雍。”魏收. 魏

书·高祖纪下 （卷 7）［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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